
记者：您的电影风格被很多评论家形容为“安静、写实、
含蓄”，这种风格是如何形成的？ 您在创作过程中是如何保持
这种独特的艺术风格的？

龚洵：在《最后的心事》拍摄前，我就很确定自己需要用一
个什么样的节奏去讲述这个故事， 我希望这个故事是安静走
心、娓娓道来的，希望观众能在细微的情感变化中感受到人物
的内心世界的变化，我尽量避免过于戏剧化的表达，始终坚持
以人物和情感为核心， 不追求表面的热闹但情感上却暗流涌
动，像陈德讯与他二弟见面那个场景、陈德讯回到家的镜头等
等，我只选择了一个客观角度的长镜头去拍摄。 在与各地观众
交流中，有很多现场的观众发言都留意到了这些“含蓄”的表
达，那种很多人“懂你”的感受很美妙。

记者：这种偏文艺的风格可能会有一定的接受门槛，您在
创作过程中是如何平衡艺术表达与观众接受度之间的关系
的？ 您希望观众从《最后的心事》中获得什么？

龚洵：确实，传统文艺风格的影片可能会让部分观众觉得
“慢”或“难懂”，电影《最后的心事》从一开始写剧本时，我就让
故事和情感表达更加清晰， 避免过于晦涩。 我希望观众能从
《最后的心事》中感受到亲情的温暖，思考家庭关系的意义，同
时也能够重新审视自己与故乡、与亲人之间的联系。

记者：在您艺术成长道路上，有哪些导演或作品对您产生
了深远影响？

龚洵：侯孝贤导演的作品对我影响很大，他的电影总是能
用最朴实的方式表达最深刻的情感。 还有阿巴斯导演，他的现
实主义风格和对乡土题材的关注让我深受启发。 此外，像小津
安二郎、是枝裕和、候麦等导演的作品也让我学会如何用安静

自然的方式讲述生活中的故事。
记者：《最后的心事》是您“故乡三部曲”的第二部，能否谈

谈您对第三部作品的规划？ 三部曲之间是否有内在的联系？
龚洵：“故乡三部曲” 是我对故乡情感的一次深刻而完整

的表达，它不仅仅是对故乡地理空间的描绘，更是对故乡精神
内核的探索与追问。 每一部作品都承载着我对故乡不同维度
的思考， 试图通过个体的命运折射出时代的变迁与人性的复
杂。

第一部《三抬镇》聚焦于一个小镇的起源与传说，追溯了
洞河镇（老一辈人称之为“三台镇”）的历史脉络。 通过挖掘小
镇名字背后的故事，我试图展现一个地方如何从无到有，如何
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自己的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 小镇不仅
是地理意义上的存在，更是人性与历史的交汇点。 通过这部作
品，我希望观众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地方的故事，更是人性在历
史洪流中的挣扎与坚守。

第二部《最后的心事》则将视角转向那些离开故乡、进入
城市的人群。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许多人选择了离开乡村，进
入城市寻找新的生活。 然而，这种选择并非没有代价。 他们在
城市中的生活状态如何？ 曾经的家族纽带如何在迁移中被撕
裂？故乡与亲情在他们的心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部作品
试图探讨的是现代化进程中个体的孤独与迷茫， 以及他们对
故乡的复杂情感———既想逃离，又无法割舍。 通过这些人物的
抉择与挣扎， 我希望引发观众对城市化进程中人性与情感的
思考。

第三部《枪、拐杖和烟》则将镜头对准那些选择留在乡村
的人。 他们是现代化浪潮中的“留守者”，面对时代的巨变，

他们既需要坚守传统，又不得不面对外界的冲击与改变。 这
部作品试图探讨的是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命运，以及那些
选择留下的人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平衡。他们的坚守
是否还有意义？ 他们的改变又是否能够被理解？ 这些问题不
仅关乎乡村的未来，也关乎我们每个人对“根”与“归属”的理
解。

三部曲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它们从乡村、小镇、城
市三个不同的空间维度， 展现了现代化进程中个体的命运与
选择。 无论是离开的人，还是留下的人，他们的故事都共同构
成了我对故乡的观察与思考。 故乡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
一个精神符号，它承载着我们的记忆、情感与身份认同。 通过
这三部作品，我希望能够唤起观众对故乡的重新审视，思考我
们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安放自己的“根”，如何在变迁中寻找
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总的来说，“故乡三部曲”不仅是对故乡的深情回望，更是
对现代化进程中人性与文化的深刻反思。 它试图通过个体的
命运，揭示时代的变迁与精神的困境，从而引发观众对自身与
社会的更深层次思考。

记者：拍完“故乡三部曲”后您是否会继续探索故乡主题，
还是会尝试新的题材和风格？

龚洵：故乡主题对我来说是一个永恒的命题，但我也会尝
试新的题材和风格。 未来我可能会关注一些更具社会现实意
义的主题，比如城市化进程中的个体命运，或者现代人的精神
困境。 不过，无论题材如何变化，我对人性和情感的关注始终
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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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洵，青年编剧、导演，出生于陕西
省紫阳县。 2015 年导演作品《三抬镇》
入围第十二届中国独立影展 “广阔天
地”单元；2024 年编剧、导演电影《最后
的心事》荣获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嘉年华“永不落幕”推荐影片；第一届河
东作者电影展“最佳导演”奖、“最佳男
主角”提名；第十八届 FIRST 电影展产
业放映单元预选入围影片 ；2025 年正
在编剧执导作品《枪、拐杖和烟》。

记者：龚洵导演您好，首先恭喜您的新作《最后的心事》上
映并获奖，欢迎您回到家乡，也感谢您接受此次访谈。 您在多
个场合提到，自己是一个特别有故乡情结的人。 您能分享一下
记忆中的故乡是什么样的吗？ 这些记忆是否成为您艺术创作
的灵感来源？

龚洵：非常感谢家乡父老乡亲对电影《最后的心事》的关
注。 故乡对我而言，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一种精神的
归宿和文化的根脉。 我们这一代人，许多都离开了家乡，在外
地生活，但走得越远，内心对故乡的凝视反而越深。 这种凝视，
既是对过去的怀念，也是对自我身份的追问。 电影《最后的心
事》中有一张“地图”主题海报，用的正是安康的俯瞰地图。 这
张地图不仅是一个地理标识， 更是一种象征———它是我与故
乡之间的情感纽带，也是我艺术创作的起点。

记忆中的故乡，是一片充满烟火气与温情的土地。 我常常
想起从我们家大门望出去的那个画面：门框像一个天然画框，
山林、草木、云雾、劳作的人们在其中游走。 清晨，乡音在空气
中交织，傍晚，饭菜香从家家户户飘出。 这些画面不仅仅是视
觉的记忆，更是一种情感的积淀。 它们构成了我对“家”最原始
的理解，也成为我艺术创作的灵感源泉。

在《最后的心事》中，我试图通过镜头还原这些记忆，但更
重要的是，我希望通过这些画面探讨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在
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如何面对故乡的消逝与变迁？ 故乡不仅
仅是一个地方，它更是一种文化的载体，承载着我们的历史、
情感和价值观。 当我们离开故乡，进入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时，
我们是否也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与这种文化的连接？ 电影中

的许多场景———风土人情、人们相处的方式、走路的步调、说
话的逻辑———都是我试图捕捉的故乡的“灵魂”。 它们不仅是
故事的底色，更是我对文化根脉的追问。

艺术创作对我而言， 是一种寻找与回归的过程。 通过电
影，我不仅是在讲述一个故事，更是在寻找一种情感的共鸣。
故乡的记忆为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 但它们也让我意识
到，故乡不仅仅属于我个人，它是一种人类共同的情感符号。
无论我们来自哪里，故乡总是承载着最原始的情感与记忆。 通
过《最后的心事》，我希望观众能够重新审视自己与故乡的关
系，思考我们在现代化、全球化的浪潮中，如何保留那些滋养
我们精神的文化根脉。

最后，我想说，故乡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的过去，更在于它
的未来。 我们每个人都是故乡的传承者，也是它的塑造者。 通
过艺术，我希望能够为故乡的记忆赋予新的生命力，让它在更
广阔的语境中继续生长。 这或许就是《最后的心事》最深层的
“心事”———它不仅是我个人的情感表达， 也是我对文化传承
与人类共同情感的一种思考。

记者：您在家乡安康、紫阳拍摄《最后的心事》时，是否有
一种特别的心境，请您谈谈拍摄过程中难忘的故事？

龚洵：电影《最后的心事》有近 70 分钟的镜头是在我的家
乡安康和紫阳实地实景拍摄的。 能够回到这片熟悉的土地取
景，我的内心充满了喜悦与感慨。 家乡的每一寸土地、每一缕
空气都让我感到亲切，这种熟悉感让我在前期筹备时，对片中
人物和场景的调度早已在脑海中排练了无数遍， 实际拍摄时
更是得心应手，仿佛一切都在自然而然地流淌。

拍摄期间，有一场戏是在我童年时常去的老街上拍摄的。
那天，天空飘着细雨，老街的石板路被雨水打湿，泛着微微的
光泽。 我们来到一个码头，那里曾经是我上学时必经之地。 码
头上，我看到了一个佝偻着背的老妇人，她独自站在那里，目
光有些茫然。 她家曾经有一个渡船，小时候我每次经过这里，
都会看到她和她丈夫忙碌的身影。 然而，那天她见到我们时，
却出乎意料地热情， 邀请我们到她家里坐坐。 这让我有些惊
讶，因为记忆中她总是沉默寡言，甚至有些冷漠，生怕路过的
学生弄坏了她家的东西。

我走上前，轻声问她：“乌老先生在吗？ ”她愣了一下，缓缓
回答：“不在。 ” 我心中一紧， 又问：“是去送别的客人过河了
吗？ ”她淡淡地说：“他死了好几年了。 ”那一刻，我的心仿佛被
什么东西重重地撞击了一下， 脑海中瞬间浮现出乌老先生当
年撑船的身影，那熟悉的面容、那沉稳的动作，仿佛就在昨日。
然而，时光无情，曾经熟悉的人早已随着岁月消逝，只留下这
片空荡荡的码头和这位孤独的老妇人。

我们离开时，她独自坐在空旷的院子里，目光追随着我们
远去的背影。 雨依旧在下， 石板路上的水洼映出她孤寂的身
影。 我回头望了望她，心中涌起一阵酸楚。 我不知道下次回来
时，是否还能再见到她，是否还能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找到那
些曾经的记忆。

这段拍摄经历让我深刻感受到时间的无情与生命的脆
弱。 家乡的每一处风景、每一个人物，都承载着我太多的回忆
与情感。 而这部电影，正是我对这片土地、这些记忆的一次深
情回望。

记者：影片中的老人和女儿形象非常鲜明，您在塑造这些
角色时有哪些考虑？ 这些角色是否融入了您个人的情感和经
历？

龚洵： 老人和女儿的角色确实融入了我个人的一些情感
和观察。 老人代表了一种对故乡的执念和对亲情的渴望，而女
儿则是现代城市生活中忙碌、疏离的一代人的写照。 我在塑造
这两个角色时，老人对故乡的眷恋，某种程度上也是我对故乡
情感的投射； 而女儿的角色则让我思考现代社会中家庭关系
的疏离与重建。

记者：有影迷在看完影片后说，一开始认为“最后的心事”
是老人回家给自己料理身后事，看完再思考，影片其实讨论了
一种家庭关系，老人回到故乡坚持去见久未见面的兄弟姐妹，
多年的恩怨早已消散，也许这才是最后的心事。 作为导演，您

如何理解影片的主旨，您想向观众传递怎样的思考？
龚洵：是这样，影片的主旨并不是老人料理身后事，这只

是一个引子。 我是想通过老人回到故乡的经历，探讨家庭关系
的修复与和解，影片试图传达的是，无论时间如何流逝，亲情
始终是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最不可割舍的部分。 老人与兄弟
姐妹之间的恩怨，在岁月的冲刷下逐渐变得微不足道，最终留
下的只有对彼此的牵挂与关怀。 这种情感的链接，正是我希望
观众能够从中感受到的。

影片中的“心事”不仅仅是老人个人的，它象征着每个人
内心深处的渴望与挣扎。 晓红想拍电影、姐姐想有个稳定的工
作、老李想回家看看、三叔希望能给孩子留下好榜样……每个
人都有自己的“心事”，而这些心事背后，其实都是对自我认
同、家庭归属和人生意义的追寻。 陈德讯“最后的心事”不仅仅

是回家，更是与自己的和解，与过去的恩怨和解，与生命的无
常和解。

通过这个故事，我希望观众能够思考：在快节奏的现代生
活中，我们是否忽略了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 亲情、家庭、人与
人之间的情感纽带，是否在时间的洪流中被我们逐渐淡忘？ 影
片试图唤醒观众对亲情的珍视，提醒我们放下过去的恩怨，珍
惜当下的每一刻，勇敢面对内心的真实需求，与自己和他人达
成和解。

最终，影片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家庭的故事，它更是一个关
于人性、关于生命意义的探讨。 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属于自己
的归宿，而真正的归宿，或许就在我们与亲人、与自己的和解
之中。

故乡：精神归宿和深情回望

心事：与自己和解 与生命和解

写实：精神的原乡真挚的情感

龚洵是一位安康籍优秀青年导演， 她导演的作品
《最后的心事》于 2024 年下半年在全国院线上映后，获
得了电影界、媒体和影迷的持续关注。 在首映礼上，龚
洵深情地说：“我是一个特别有故乡情结的人，17 岁那
年我离开故乡在异地城市生活 ， 在我身边像这样的
‘新 ’市民还有很多 ，他们拼尽全力在城市生活立足 ，
然而背井离乡的感受以及家族亲情的割舍让很多人心

中的苦闷难以言说， 尤其对于老人来说感受可能更加
强烈，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普通中国家庭找回亲情找
回根的故事。 ”

电影《最后的心事》围绕“亲情”“故乡”核心意象建
立返乡叙事模式， 讲述了一位与子女同住在城市的老
人，于 70 岁生日之际返乡寻亲的故事，通过其探访兄
弟姐妹的过程，描绘了一幅流动的中国社会景观。

该片导演、编剧、监制、制片人等核心主创成员均
来自安康， 在汉滨区、 紫阳县等地进行了大量实地取
景，人物对话全程使用了本地方言，成片近 70 分钟的
镜头展示了安康的茶山、汉江等优美风光。像这样在安
康实景拍摄并登陆全国影院的院线电影目前还不多 ，
可谓向全国观众全景式展现了陕南地区民俗风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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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影片中使用了紫阳方言，各方面都有浓郁的乡土文
化气息，您如何理解乡土与城市的关系？

龚洵：乡土与城市的关系，始终是我创作中深感兴趣的主
题。 乡土，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它承载着一种根植于土地
的文化记忆和情感纽带，是我们精神的原乡。 而城市，则是现
代化进程中的象征，代表着速度、变迁和无限的可能性。 然而，
乡土与城市并非对立的两极， 它们更像是同一生命体的两种
形态，相互依存、相互滋养。 乡土是我们的根，是我们文化的源
头；城市则是我们发展的方向，是我们面向未来的窗口。 两者
之间的张力与融合，构成了现代人复杂的精神图景。

在影片中使用紫阳方言， 正是为了凸显这种乡土文化的
独特性和生命力。 方言不仅仅是一种语言形式，它更是一种文
化的载体，承载着地域的历史、风俗和情感。 一个人出生时听
到的第一个声音，往往是乡音；即使他后来离开故乡，在城市
中生活多年，乡音依然会在不经意间流露。 普通话或许是他在
城市中与外界沟通的工具，但乡音却是他与故乡、与自我最深
层的连接。 这种语言的 “双重性” 正是现代人身份认同的缩
影———我们在城市中追逐梦想，但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片乡土，
那是我们无法割舍的精神家园。

影片通过方言的使用， 希望唤醒观众对乡土文化的记忆
与认同。 乡土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空间，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一种情感结构。 无论是老人回到故乡的执着，还是年轻一代在
城市中的迷茫，都体现了乡土与城市之间的复杂关系。 我们或
许无法回到过去，但乡土的文化基因早已融入我们的血液，成
为我们行为、语言乃至思维方式的一部分。 这种文化的传承，
既是我们的根，也是我们面对未来的力量。

通过这部影片， 我希望观众能够重新思考乡土与城市的
关系。 乡土不是落后的象征，城市也不是唯一的归宿。 真正的
现代化，不是对乡土的抛弃，而是对它的重新发现与珍视。 我
们每个人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归属感，而这种归属感，或许正
存在于我们对乡土与城市的双重认同之中。 乡土是我们的起
点，城市是我们的方向，而在这两者之间，我们找到了自己的
位置，也找到了生命的意义。

记者：在很多文学作品和电影中，都会对乡土进行“桃花
源式”的美化。 而您选择了一种现实主义写实风格，展现了如
今新农村的真实风貌， 您在拍摄过程中是如何选择和布置拍
摄场景的？ 这种写实风格对影片的艺术效果有什么影响？

龚洵：《最后的心事》是一部情感真挚的电影，讲述视角、

场景的选择，我都选择了比较客观、写实的手法，我希望它是
一部能经得起历史和情感双重推敲的影片。 在拍摄场景的选
择上，我尽量保留当地的自然风貌和人文气息，比如老房子、
石板路、农田等。 这种充满烟火气息的生活场景让影片更具真
实感和代入感，观众能从中感受到一种质朴的力量，而不是被
过度修饰的画面所隔阂。

记者：无论怎样追求真实，肯定还是要进行艺术剪裁和加
工。您如何理解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在创作中如何平衡真实与
艺术加工？

龚洵：艺术是两小时且可以随意编辑，生活却是一辈子且从
来不会调转顺序。 两小时的艺术从一辈子的生活中去汲取经验，
一辈子的生活从两小时的艺术里去寻找那些生命的真谛。

创作真实其实从我理解来说，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个
是情感的真实，情感的真实是观众看完影片能感受到真实的
情感，这个是一部影片的最基本的要求，如果这个没有把握
好，作品就容易变得不可信；另一个是我们看到或听到的真
实，也可能是“虚构的真实”，这个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能艺术
加工的地方了。 我的原则还是在情感真实的基础上，去做艺
术加工。

方言：乡土文化的记忆与认同

文化周末


